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与会通

高丙中

我们所谈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既有的文化 ,而不仅是指固有的文化。“既有的文
化”意在现状和事实 ,“固有的文化”重在历史和本源。中国文化等于传统文化 ,约等于固有

文化 ,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所基于的事实和逻辑。在今天看来 ,既然事实已经面目

全非 ,我们的讨论自当改弦易辙。
讨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我们在概念和方法论上要跳出历次中西文化之争的旧套

路。这种套路容易流于简单化 ,它所沿袭的思路是先把中国文化简化为汉族文化 ,再简化

为汉族的典籍文化 ,最后简化为经典中的儒家文化 ;与此对应 ,先把世界文化简化为西方

文化 ,再简化为西欧和北美文化 ,最后简化为西欧和北美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中国的
民族文化包括五十六个民族。中国文化除了典籍文化 ,还有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即使是
典籍文化 ,除了内地的儒释道 ,举例来说 ,还有小乘佛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 ,它

们所体现的生活地域非常广大。中国不仅是僧侣、道士和经史子集的作者的中国 ,文化并

不限于文字 ,更何况现在离晚清已经很遥远了 ,中国文化已经相当世俗化、平民化 ,民间文

化、大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公共领域已经占有很大分量。我们的交际话语中的中

国文化这一概念自然要起变化。另一方面 ,尽管我们对世界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论认识相当

模糊 ,但是 ,世界文化肯定不能简约为西欧和北美所代表的西方文化 ,即使是中国人实际

接触的世界文化 ,西欧北美文化和东洋文化之外 ,苏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 (例如 ,

受苏式教育的人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主要作用 ) ,南亚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对中

国的影响 (主要是佛教和伊斯兰教 )既是历史的 ,也是现实的 ,而沿海沿边省份所受周边国

家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由此可见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必须具有新的眼

光和时代意识。
中国文化的构成是多样的 ,它在二十世纪一直处于多种民族来源的因素和多种意识

形态的要素并存的格局 ,经过十多年重新向世界开放 ,这一趋势于今尤烈。世界文化越来
越多地走进中国人的生活 ,因此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无疑是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世界文化以价值体系而论更是四分五裂 ,严格地说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种世界文

化 ,从歌德开始谈论的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只能说一直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世界文化是一

个指向未来的、理想的概念 ,在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更适合说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中国文
化与韩国文化、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 ,如此等等。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 ,与时俱变。从文化交流的角色来说 ,中国文化

有时以输入为主 ;有时以接受为主 ;从文化关系的性质上说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方面

是相互吸收 ,共同丰富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相互冲突 ,相互激发的关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
化的交流所引发的问题既表现在国际事务中 ,也表现在国内社会生活中。历史地看 ,这些

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主导面是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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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并且中国文化又属于早熟型 ,所以 ,在很长时间 ,中国

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一直是一个主要的辐射源 ,一方面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多民族

多国家的儒家文化圈 ,另一方面 ,它的思想和制度 (如人本思想、科举制度 )、技术 (如四大

发明 )和物品 (如丝绸、瓷器、茶叶 )传播到世界各地 ,极大地推进了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

在近代资本主义从西方崛起以来 ,世界文明从轴心时代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 ,中国文化的

比较优势逐渐衰落了 ,中国以文化输出为主转为以文化接受为主。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我

们所面对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也主要是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的问题。对世界主流文

化来说 ,中国文化的处境是如此 ,但是 ,中国文化仍有机会在许多国家的许多方面扮演影

响的主角。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经验和成果对一些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 )是有借鉴意义的。在世界文化内部的整合度还很低的时候 ,我们既要紧迫地吸收外

来文化以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也要不失时机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以及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是怎样肯定都不会过分的。
四大发明走向世界 ,结果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7、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大师都程度不

同地从中国文化 ,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吸收养分 ,特别是其中的人本思想 ,进而加以融会

贯通 ,确立了尊重人、尊重理性的原则 ,用以反对教会的神权统治。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

的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是持续的。可是 ,这种贡献在本世纪常常被世界有意无意地忽

略了 ,只是在近些年才开始发生转变 ,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限于海外华人了。继经济

学家 Herman Kahn 1979年在其《世界经济发展》中把东亚经济奇迹与儒家传统相提并论
之后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开始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哈佛大学的 Roderick

Macfarquha r于 1980年提出“后期儒家假设”: “如果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初期

发展 ,儒家的集体主义或许更适合于大量工业化的时代” ,因而可以断定 ,在二十世纪末期

的“后期儒家时代” ,儒家的意识形态会作为东亚人民的“内在尺度”①。波士顿大学的 Pe-

ter Berg er在 1983年进而提出“两种现代化”: 今天世界上其实已经出现两种形态的现代
化 ,除了西方式的现代化 ,还有东亚的现代化 ,前者的根源在于基督教 ,后者的根源在于儒

家思想。他后来又重视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对东亚经济起飞的作用②。1988年 1月 , 75位诺贝

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 ,向世界呼吁: 二十一世纪人类要生存 ,需要吸取 2000

年前孔子的智慧。另一方面 ,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在评价上经过几次大的波折

后 ,至今几乎是全民公认的。中国已经具备较为稳定的接受外来文化的宽松气氛和肥沃土
壤。

由于各国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不一致和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 ,国际文化交流往往是

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在事实层面 ,另一方面表现在心理层面。这种不平衡的

格局一方面形成了西方的文化霸权 ,另一方面造成了被动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心态。
西方的文化霸权是借现代化不容置疑的“绝对命令”建立起来的。中国从近代以来对

传统一而再的批评 ,说到底是认为传统阻碍现代化 ,而维护传统的人也必须通过同样的功

利主义逻辑来证明传统对现代化的有用性。传统本身的价值和传统对中国人的价值反倒
是次要的问题 ,甚至是可以略而不论的问题。近代西方势力在闯入中国时所显示的无可怀

疑的优势与力量 ,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威力和有用性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一切经不住
科学检验的东西都是迷信、落后与荒谬的 ,是人类心智还不成熟的产物 ,是应当被彻底抛

弃的过时的东西。科学的核心是理性 ,近代西方的文化霸权在相当程度是靠理性的神话支

撑的。根据这个神话 ,理性是唯一的 ,理性是普遍的 ,理性是排他的 ,理性是绝对的 ,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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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层制度。即使我们在心理上抗拒西方的意识形态 ,我们在接

受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 ,也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现代性话语 ,并不知不觉地确立对西方

文化的信念。有一个例子颇能使人警醒。“当有人与我们谈`黄宗羲是中国的卢梭’ 时 ,我们

不无自豪地感到得意 ;而要是有人说`卢梭是欧洲的黄宗羲’ 时 ,我们会觉得不伦不类 ,好

像面对一个逻辑或数学错误那样 ,从心里觉得无法接受 ,全不管在历史上是先有黄宗羲 ,

一个世纪后才有卢梭。”③这说明实际上我们接受了全套西方现代性话语以及用这套话语

描绘的 (历时与共时的 )世界。西方现代性话语所隐含的、所维护的是西方中心论。我们有

必要对西方文化霸权保持警惕 ,对自己所受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支配影响保持反省。
这种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所引发的民族抗拒情绪即使是在西方内部也时有尖

锐的表现。1994年 5月 4日 ,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保护和净化法语的法案 ,它规定在新闻、教
育、出版行业中不得使用一些外来词汇 (主要是源于英语的词汇 ) ,违者罚款或判刑。一次

大规模民意调查显示 , 60%以上的法国人赞同这项法案。应当说 ,英语中的法语借词比例

比法语中的英语借词比例要高很多。法国人偏要这么激动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在经济

与政治上的霸权政策以及文化影响有反感。他们需要这些东西 ,又仇恨这些东西。
不难理解 ,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交流存在更大的不平衡与不平

等的情况下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很容易产生对西方中心意识的敏感。中国的足球迷也
有“四大天王” ,他们是“球迷皇帝罗西”、“小皮球”、“小平头”和另外一位。他们可以称为足

球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举办。“小平头”为了到美国看球 ,做

出了一个中国人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他倾其所有 ,再拉了一点赞助 ,凑到五千美元 ,办好

了护照 ,兴冲冲跑到美国领事馆办签证。结果被拒签 ,理由是他有移民倾向。此事在中国球
迷中引起强烈愤恨。球迷在问: 为什么美国人欢迎富国的人成百上千地到美国看球 ,却毫

无道理地拒绝诺大一个中国的一个球迷 ,还要框以“移民倾向”的侮辱?

近两年知识界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爱德华 萨伊德 ( Edw ard

Said)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兴趣也颇能折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萨伊德指出: 西

方对东方的描述 ,无论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 ,都严重扭曲了所描述的对象。
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丑化了、弱化了、异国情调化了 ,东方人被描述得一概缺乏理

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西方人对东方人感兴趣 ,往往是为了验证自身 ,而不是

去理解对方。前几年 ,当小说《上海生死劫》和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在西方走红的时候 ,一些

知识分子颇爱鼓舞 ,很高兴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能为西方的大众所接受。可是 ,当人们把

这些现象与萨伊德的理论相对照的时候 ,大家的感觉就很复杂了。有人分析说 ,这些艺术

作品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 ,因此让他们感到刺激、陶醉、或恶心 ,从而产生了美

学上的崇高感、怜悯心 ,以及自我种族的优越感。西方在思想文化上并不一定具有统一的

意志 ,认为西方在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转而策划文化殖民主义的阴谋 ,肯定不是事

实。因此 ,我们大可不必陷入草木皆兵的心态 ,对于有益的西方文化还须真诚、坦诚地拿

来。有时候我们的义愤可能是心理不平衡在作怪。这是我们应该反省的。不可否认 ,西方确

实有些社会势力一时改变不了西方中心意识 ,积极利用经济实力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 ,骨子里搞的就是文化殖民主义。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对策。

中国的文化转型尚有待于我们今后更加全面、深入地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特

别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妨碍这一目标的重大因素除了外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种种表
现以外 ,就是我们民族内部的华夏中心主义 (尤其是文化优越感 )。中国的民族主义既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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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吸收外来文化、推行现代化的动力 ,而它的一些变体又是经常干扰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

合理进程的因素。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属于文化民族主义 ,与西方近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大不相同。区别
中国和非中国的重点不在种族、血统 ,而在文化和道德。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肯定了

“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大原则。
④
陈连开教授的研究指出 ,传统

的“夏夷之辨”重在文化标准 ,宋代欧阳修、司马光和朱熹关于“正统”的论述可谓承前启

后。他们衡量“正统”的首要标准是大一统和儒家道统 ,而不是皇帝的族属。⑤当元朝和清

朝的皇帝奉行儒家文化之后 ,士大夫自然就把他们奉为正统了。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有两
个基本观念: 儒家文化、制度和人伦秩序远高于世界各国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其他民族按

照其道德教化程度分成“夷”和“藩” ,分布在中国的周围。它被费正清及其以后的学者们称
为“华夏中心主义”。在华夏中心主义中 ,中国的文化制度之所以可以作为民族认同符号 ,

是基于它被视为最优。因此 ,民族主义就表现在维护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⑥它显然不同于

西方近代以国家主权作为认同对象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是在反帝 (列强 )反封建 (满清王朝 )的运动中形成的 ,其主旨是

建立独立、民主的现代国家。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中国社会的主流从传统文化认同

转向国家主权认同 ,民族主义的取向不是延续传统文化 ,恰恰相反 ,是变革传统文化。文化

由目标变成了手段。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才是最大的民族利益。恰恰是对民族的忠诚在作为
旗帜召唤国民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我们看到 ,这种新生的政治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现

代化的动力。
与此同时 ,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仍然以多种变化了的形式参与社会进程。其一是“复

兴儒学”的思潮。五四运动以后这一思潮演变为中国文化本位论和未来中国文化复兴论 ,

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以后 ,这种思潮抓住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

化时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如道德沦丧、世风日下问题大做文章 ,认为其

原因就在于否定了中国文化 ,唯有高扬传统文化 ,才能拯救人心匡正世风 ;复兴传统儒学

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甚或认为 ,西方“科学万能”的破产也只能由中国文化去开导和补
救。并且断言 ,世界的未来发展必是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复兴。这些观点的背后支撑着

一种信仰: 儒学是中国的命脉 ,是世界的希望。传统文化的价值是无法否定的 ,问题在于 ,

如果中国人把传统文化作为体系来维护 ,那么 ,文化的承续就成了出发点 ,吸收世界优秀

文化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就变得空洞了。中国的现代化命题是对作为体系的传统文化的
否定 ,这种思潮反其道而行之 ,有违于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开放。

其二是僵硬的意识形态认同 ,也就是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前途完全系于一种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成了必须不顾一切加以维护的根本。这种用思想文化代替国家和民族成为行动

的首要前提的模式与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如出一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认同三

民主义成为政府对每一个国民的要求。从此 ,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政见者 (共产党或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 )均可以在有必要时被指为民族败类。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届政府坚持意识形态

认同的惯例。在香港中文大学 1992年 12月举办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 ,有学者指出 ,当意识形态及其所推崇的制度被视为世界第一之际 ,民族主义就变成类

似于华夏中心主义的东西。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 ,毛泽东思想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

义 ,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导致前所未有的排外 (反对与其不

同的文化 )和国内极左的思想改造。意识形态的僵化所导致的极端排外的结果是延误国家
的现代化进程 ,遭受最大损失的还是民族利益。西方确实有许多我们应该反对的东西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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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们现在乃至下个世纪首要的问题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发扬五四运动造就
的政治民族主义 ,而不断反省古代沿袭的文化民族主义 ,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文化 ,把

造就民族新文化与推动国家现代化作为相辅相成的跨世界伟业。
我们注意到 ,当外来文化全方位地进入中国的时候 ,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在一段时间

会被拉大 ,由此酿成的国内矛盾也是我们应该有所预见的。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是多姿多
彩的。特色鲜明的地区文化有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港派文化、岭南文化、特区文化、东北文

化、齐鲁中原文化、大西北文化、巴蜀文化等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是千差万别。中
国的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呈现多层面的不平衡。第一 ,接受外来影响的

程度不平衡。外来文化的渗透 ,城市胜过农村 ,以前的通商口岸和现在的开放城市胜过内

地。第二 ,接受外来影响的内容不平衡 ,例如 ,东南部地区英美文化的渗透、大西北阿拉伯

文化的濡染、东北东洋文化的烙印都超过了其他地区。第三 ,接受外来影响的现实条件不

平衡。起初是沿海开放 ,东部主要受西方七国集团和港台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按东中西

的梯度格式扩大 ;随着沿海开放向沿海沿边全方位开放的调整 ,外来文化真成了八面来

风 ,从边境口岸向内地涌入 ,一些少数民族因为宗教或族源、族属上与境外国家的特殊关

系 ,更多更容易接受某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 ,世界文化的重要分支诸如基

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多种派系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 ,都能在中国

找到民族、地区或群体的代表。因此 ,我们说中国汇聚着世界文化的主要的潜在矛盾。这无

疑是中国面临的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渊源。
在国际舞台上 ,文化常常是与政治、经济的角逐联系在一起的。学会有效地运用文化

手段在国际上塑造民族形象、谋求合理的国家利益 ,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随着冷战结束 ,国际政治格局巨变 ,文化圈的作用凸显出来 ,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资源受

到国际社会的极大重视。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哈佛大学亨廷顿 ( Samuel P. Hunting ton)教授

在美国《外交事务》 ( Fo reign Affai rs) 1993年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 ,提出文化是

未来世界冲突的重要根源 ,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是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他说 ,“我认
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 ,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 ,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

突的主要根源。”⑦他主张西方在世界舞台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儒家传统的国家和伊斯兰教

的国家。我们并不认为将会有一个遏制中国文化的世界阵线 ,但是 ,我们看到 ,确实有一些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存在成见、偏见和谬论 ,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干扰中国人在世界

舞台的行动。克服或消解这些问题 ,将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斗争。亨廷顿很清楚 ,在可见的将

来 ,不会有普世的文明 ,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 ,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

习与其他文明共存。然而 ,他偏偏要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 ,一国的利益使然也。亨氏并非认
识上出了问题 ,而是立场过于狭隘。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文化无疑是一种新的体系 ,它的形

成有自己的规律 ,有待各种文化之间和平交流 ,自然融合 ,绝不可能是西方文化的代名词。
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那么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扮演主动的角

色 ,中国商品要顺利地走向世界各地 ,就我们对世界各地文化的那点贫乏知识是远远不够

的。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中国的文化研究有责任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立足世界

做贡献。近些年大量的研究指出 ,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趋势是: 加入东

北亚经济圈 ,中国东北、华北部分省市与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合作 ;加入黄海经济圈 ,

中国华北、东北沿海省市与日本、朝鲜、韩国合作 ;加入第二欧洲大陆桥合作区 ,中国西北

地区及陇海沿线地区与中亚、中东以至欧洲国家合作 ;加入南中国海经济圈 ,中国东南沿

海各省市与东南亚各国合作 ;加入亚洲西南大陆桥协作系统 ,中国西南各省区与印支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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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亚国家合作 ;建立大上海发展系统 ,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区与环太平洋国家合作。其
实 ,经济触角是无孔不入的 ,外国公司打入中国市场是如此 ,中国企业开拓世界市场也毫

不例外。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调查研究可谓细致入微 ,可是 ,我们对其文化

的认识真是可怜巴巴。在此 ,我只想以一个提问为例指证这种不平衡:中国有多少个角落

日本学者没有去做过社会调查 ,而日本有几个角落中国学者去做过社会调查?

概括地说 ,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中求会通 ,我们起码要争取三个目标:第一 ,

促使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文化更多地吸取中国文化的内容 ;第二 ,在国内谐调中国文化与外

来文化的矛盾 ,以较小的代价 (文化震荡和价值冲突 )使更多的外来文化能够为我所用 ;第

三 ,在国际政治事务和经济交往中明智地运用文化手段博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附注:
①见 MacFa rquha r, Roderick: “ The Post - Confucian Challenge” , in The Economist, 9: 67 - 72,

1980.

②见 Berger , Peter: “ Secula rization: West and East” , 1983.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in Sea rch o 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Berg er and Hsiao eds. ,

Brunsw ich: T ransaction Books, 1988.

③见张汝伦《亚洲的后现代》一文 ,载《读书》 1994年第十二期。

④见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收入《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 ,第 19页。
⑤见陈连开《传统的民族观与中国民族一体观》 ,“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香港和苏州 ,

1993年 10月 )论文。

⑥见金观涛《百年来中国民族文化结构的演变》 ,载《二十一世纪》 1993年二月号第 67页。

⑦见亨廷顿 ( Samuel P. Hunting ton)《文明的冲突?》 ,译文载《二十一世纪》 1993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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